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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借鉴效率概念及内涵，界定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概念与特

征。以张家界为例，采用 1989-2014年统计数据，结合 DEA和 Tobit方法，探讨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耦合效率、演化

阶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6年以来，耦合效率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效率次之，且两系统的规

模报酬一直处于变化中，说明旅游与城镇之间的资源要素的利用程度不够，投入冗余严重；结合变化形态，大体上

耦合效率可分为低效—成长—调整—优化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效率特征不同；发现旅游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技术

水平是正向影响因素，资本效应和交通水平为负向影响因素，文化效应的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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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经济学家法瑞尔首次提出效率概念
［1］

。随后，效率问题的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涉及的

内容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2，3］。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7.35%，与 1978年相比年均增长率为 3.11%，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

要支撑。但伴随着资源的高消耗和高浪费、城市的无序扩张、环境退化等城市问题，城镇化效率成为研究的重点，内容主要涉

及城镇化效率测定、省际差异、时空演化、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关系等方面［4-6］。随着后工业化时代

的到来，旅游业以强大的吸引力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积聚和扩散，推动区域的经济转型、社会变

迁和文化重构，旅游效率成为新兴研究领域［7，8］，更多地关注旅游酒店、旅游景区、旅游目的地、旅游交通、旅游环境等多个

领域。同时，城市职能也不断向游憩功能倾斜，各种“旅游城市”的出现，将旅游业与城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相互

作用、彼此影响的耦合关系，涉及两者效率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旅游效率的测评、特征、演化模式、分异效应、溢出效应、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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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制、影响因素及全要素生产率评价等方面［11-14］；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DEA、交叉效率、超效率、SBM-DEA、Malmquist

等［12，15，16］。随着效率与其他内容的交叉研究，AHP、主成分分析法、ESDA、变异系数、IPAT等方法也运用其中［15，17］。

综上所述，有关旅游和城镇化效率方面的研究在内容上多以城镇化效率、旅游效率和城市旅游效率研究见长，而将旅游业

为决策单元，分析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与效果，带动城市发展模式与质量等方面的“旅游城镇效率”研究较少，更缺乏

将旅游业与城镇化归为一个耦合系统，探讨该复合性系统的效率问题。在区域上，多关注大中尺度区域或城市，较少关注小区

域尤其是单个旅游城市。在方法上，多以截面数据为主，以时间或空间的静态视角分析见长，较少关注其演化规律、影响机制

等深层次方面。借鉴已有的研究理论及成果，本文选择旅游驱动典型性城市——张家界为研究对象，从效率角度，分析张家界

立市以来（1989-2014年）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系统的资源利用与分配，揭示其演化规律，探讨其影响因素，以利于整体把握旅

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资源合理匹配和技术创新，为“新型旅游城镇”和谐共生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耦合系统及耦合效率

1.1耦合系统

研究表明，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的耦合特性［9，10］，有些旅游地还互为因果关系［18］，说明旅游业与城镇化的组

成要素具有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一个综合复杂的耦合系统。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这些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强度得到了

显著增强。一方面，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逐步与其他产业融合，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维护生态环境、

节能减排、改善空气质量等，能很好地协调发展社会、经济、环境、民生等系统，驱动区域城镇化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配

套设施、交通可达性、人口集聚及其空间结构等方面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通过人口集聚、客源市场培育、基础

服务设施建设、生产要素流动、城市景观修复、服务质量提升、人居环境改善、政策干预等，为旅游业的基础发展提供运营保

障、环境保障、服务保障、政策保障等，实现城镇化的反馈过程。可见，旅游—城镇耦合系统是一个有嵌套、有层次的实体概

念，在这个系统中旅游与城镇之间超越了不同的组织层次而相互影响、相互嵌套。

1.2耦合效率

从宏观层面看，效率强调的是决策单元要素在特定时间内产出最大化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总剩余价值最大化，即一定时期

内研究对象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权衡与比较［1，5，11］。基于此，本文认为耦合效率是指耦合系统中各子系统的资源要素投入在特定

时间内，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作用其他子系统所能达到的产出最大化或相关者剩余利益最大化。耦合强调的是各子系统的相互

作用关系，同理耦合效率也应该是相互作用效率。因此，本文认为旅游城镇耦合系统的耦合效率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

镇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形态，用于旅游发展的资源投入不断增多，对投入资源的使用能力日益重视，理论上形成了以城镇为

决策单元的“城镇旅游效率”［13，16］；另一方面，旅游业凭借着强大的消费能力，带动了交通、商业、食宿、国际金融、仓储物

流、文化创意、影视娱乐、会展博览等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的发展，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城镇经济水平，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推动产业和人口的不断集聚，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理论上形成了以旅游业为决策单元的“旅游城镇效率”［19］。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数据包络分析是基于相对效率概念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参数效率评价方法，用于评判同类决策单元

（DMU）是否处于生产前沿面［20］，不易受主观因素干扰，相比于随机前沿法、厚前沿法和自由分布法等方法，针对决策单元的

多输入、多输出等问题，具有绝对优势。数学表达式为：设有 q 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对应一组输入输出向量（xq，yq），

基于无效性、凸性等假设条件，若第 q0 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处于有效状态时，称其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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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引入松弛变量 s-和 s+，得到公式：

式中，（Xq0，Yq0）表示 q0决策单元的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θ表示投入缩小比率；η表示决策单元线性组合系数。当θ*=1，

s-*=s+*=0时，表示存在最优解，即决策单元为 DEA有效；当θ*=1，但 s-*、s+*不为 0时，即决策单元是 DEA无效。如果 s-*、s+*的

值越接近于 1，即决策单元效率越趋于有效。

测评旅游或城镇化效率采用的数据大多是面板数据或截面数据［13，14，17］，主要是通过不同决策单元之间的横向比较得到的相

对效率，不能反映决策单元的真实效率，不易揭示其时间上的演变，不便查找影响因素，不利对效率的提高给予科学指导。基

于此，本文将旅游地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系统视为决策单元，以“时间换空间”［11］，分析綱合效率的演变过程与特征。各效

率的符号和含义为：耦合效率（总效率 TE）有效，是指该年份耦合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资源匹配效果最佳，能以最小的资源

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不存在投入—产出冗余；技术效率（分解效率 PTE），表示利用现有技术水平，将资源投入转换为实际

产出的能力；规模效率（分解效率 SE），表示要素投入的总量水平满足系统对资源的需求程度。总效率与分解效率的关系为：

总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Tobit回归模型：由 Tobin提出［21］，主要解决受限或截断因变量模型的构建问题，是一种因变量受限的回归模型，公式为：

式中，Yi为因变量；Xi为自变量；α为截距项向量；βi为参数向量；ε为随机误差向量，符合正态分布。由于 DEA 测算的

效率值处于［0，1］之间，是离散数值，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模型参数会存在一定偏差，而极大似然法（ML）得到的结果

较精确，因此 Tobit模型的参数采用极大似然法估算。

2.2指标选取

在两者耦合关系的基础上，考虑投入—产出指标的因果联系，遵循客观性、适宜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分别构建两组投入

—产出指标：第一组是城镇旅游效率。选取城镇为旅游发展提供的主要资本和劳动要素作为投入指标：城市固定资产投资［11，14］、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21］、实际利用外资额［11］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1，14］。其中，前三者的总和表征城镇为旅游发展提供的主要资

本投入，分别通过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完善、财政支出等间接反映城镇对旅游的资本投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表征城镇为旅游

发展提供的劳动力［16］；产出指标用旅游总收入来表示，是评价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之一［13，16］，与投入变量之间存在不

同程度的因果关系。第二组是旅游城镇效率。选择旅游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作为投入指标：旅游直接就业人数、旅游企业数、旅

游重点景区［14，22］，产出指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城镇化率来反映城镇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19，22］是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该指标能间接反映旅游业对城镇的经济贡献；城镇化率［19，21］选用国际上通用的人口城镇化率来表征城镇化规模（表 1）。

此外，产出方面均存在时间滞后问题，但当年的投入必然影响当年的大部分产出，且所有年份的数据可能都受滞后性影响，所

以不考虑时间滞后性问题。

2.3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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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秀旅游城市张家界为研究对象，分析张家界立市以来（1989-2014年）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耦合效率，涉及的原始数据主

要来源于 2001-2015年的《张家界统计年鉴》、《张家界市志》、《张家界年鉴》、张家界统计信息网（http：//222.240.193.196/）、

张家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指标依据公式推导或直接引用；对无法直接获取的数据，利用插值法或实地考察

法等方法予以赋值。

表 1 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系统
城镇旅游效率

指标系统
旅游城镇效率

指标构成 指标性质和含义 指标构成 指标性质和含义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资本投入量 旅游直接就业人数（人） 劳动投入量

投入指标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亿元） 资本投入量 投入指标 旅游企业数（家） 资源投入量

实际利用外资额（亿元） 资本投入量 国家 3A级以上景区数（个） 资源投放量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人） 劳动投入量 产出指标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经济效益

产出指标 旅游总收入（万元） 旅游综合效益 城镇化率（％） 社会效益

3、实证分析

3.1研究区域概述

张家界旅游兴起始于 1958年国营张家界林场的修建，因自然资源极富特色、民族风情浓郁、人文景观众多等特点，被冠以

“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等称号，历经 3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旅游

城市。2016年，张家界旅游接待人数达 614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443.1亿元，占 GDP比重的 89.05%，三大产业结构比为 11.3：

21.6：67.2；城镇化率为 46.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030 元，城市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农村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降为 37.10%，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且城市的建设和规划如土地利用方式、交通网络布局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满足旅游服务体

系的需求，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探讨两者的作用方式与作用效果可为同类旅游城市的有效协同与可持续

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3.2耦合效率特征

根据城镇旅游效率与旅游城镇效率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两者求平均得耦合系统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再根据总效率

与分解效率之间的关系，求得耦合总效率（表 2）。总体上看，耦合效率呈下降—上升—下降—波动上升的变化形态。其中，2001

年是个特殊年份，一是两组总效率在 2001年相交（效率值为 0.82）；二是耦合效率由原来的上升形态转为下降形态。1989-2001

年，耦合效率均值为 0.510，2002-2014 年的均值为 0.868，26 年以来耦合效率整体上呈上升趋势。1989-2014 年，耦合效率平

均值为 0.689，有效年份只有 2014 年，表明两个系统之间的资源投入未能效转化为产出，或是系统间的作用程度在时间上存在

较大差异，导致耦合效率偏低。

在分解效率方面，技术效率较高，规模效率次之，两者的平均值分别为 0.837和 0.808，标准差分别为 0.103和 0.205，说

明耦合系统的技术效率相对较高且较稳定。在耦合效率与两组总效率的关系方面，利用偏相关分析方法测得耦合效率与城镇旅

游效率、旅游城镇效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72 和 0.741，通过了 0.05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耦合效率受城镇旅游效率的

影响更大。在耦合效率与分解效率的关系方面，利用偏相关分析，测得耦合效率与其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00

和 0.954，通过了 0.0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耦合效率受规模效率的影响较大。

http://222.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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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耦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统计结果（1989-2014年）

项目
城镇旅游系统 旅游城镇系统 耦合系统

TEP TE SE TEP TE SE TEP TE SE

有效年份

平均值
6 7 6 2 7 2 1 3 2

（1989-2001年）

平均值
0.316 0.657 0.462 0.749 0.908 0.827 0.51 0.783 0.644

（2002-2014年）

平均值
0.887 0.901 0.982 0.849 0.884 0.962 0.868 0.892 0.972

（1989-2014年） 0.602 0.779 0.722 0.799 0.896 0.894 0.689 0.837 0.808

最大值 1 1 1 1 1 1 1 1 1

最小值 0.11 0.44 0.24 0.592 0.68 0.62 0.301 0.667 0.364

标准差 0.339 0.204 0.315 0.122 0.095 0.113 0.226 0.103 0.205

总效率与分解效

率的相关系数
1 0.809 0.948 1 0.526 0.7 1 0.8 0.954

3.3耦合效率演进过程与阶段

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23］

，旅游城市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资源投入规模、作用方式、经营管理、技

术水平等方面存在阶段性特征［15，24］，产出规模也随之变化，进而耦合效率将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基于此，根据张家界旅游城

市耦合效率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低效—成长—调整—优化 4个阶段（图 1）。

图 1 耦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演变阶段

低效阶段（1989-1992 年）：耦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 0.528、0.872 和 0.599，技术效率较高，综合效

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均处于下降状态。原因在于：经过 20世纪 80年代大规模开发建设，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初步成型；1988

年张家界因旅游而撤县立市，对城市的驱动作用极大，1989 年旅游城市效率为 1。但此时的城市规模小，经济水平低，且随着

旅游业的发展，政府财政投资有限而社会投资极少，导致城市旅游系统的规模效率不断下降，耦合效率受到影响，效率水平低

且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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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阶段（1993-2001年）：耦合效率不断提升，从 1992年的 0.308增长到 2001年的 0.824，年均增长率为 42.21%。1992

年武陵源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与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旅游发展迅速，收入以年均 43.68%的速度增长，旅游企业增加了 2.94 倍，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了 1.94倍，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旅游从经济、企业和就业层面推动了城镇发

展。同时，城镇改善各地至景区的交通路线，随着张家界经济开发区的成立，个体、私营、外资等社会投资日益活跃，为景区

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两者相互作用的效率大幅度提升，但因张家界旅游业的“生态性”与城镇经济之间的矛盾，导致耦

合效率在矛盾中提升。

调整阶段（2002-2009年）：耦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 0.834、0.869和 0.959，规模效率处于较高水平，

技术效率和耦合效率呈“波浪状”变化形态。具体而言，2003 年，受“SARS”危机的影响，旅游城镇效率和城镇旅游效率均大

幅度下降，耦合效率跌到低谷。随后，政府积极应对危机，并提出旅游发展转型，由观光型转向商务、会展、休闲和度假型，

旅游产品越趋多元化，文化旅游产品表现突出，2004 年推动耦合效率迅速达到该阶段的“峰值”。整个城市也以旅游业为发展

导向，吸引着各地的投资商，2004-2007 年城镇旅游效率均处于有效阶段。与此同时，旅游企业如雨后春笋，星级酒店由 2003

年的 50家增加到 2006年的 72家，旅游业以粗放型模式为主，旅游城镇效率逐步下降，耦合效率也随之降低，产业结构处于调

整转型时期。

优化阶段（2010 年至今）：耦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 0.922、0.930 和 0.991，规模效率接近有效水平，

技术效率在波动中前进。具体而言，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张家界旅游及城市的需求能力逐步达到饱和状态，再继续增大资本等

要素投入，规模效应将进入递减状态。同时，张家界加强了对科技、创新方面的资金投入，如天门索道、百龙天梯和信息宽带

网络的延伸，构建“云端计划”，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科技化和绿色化改造等，特别是 2010年的“一诚通”将旅行社、旅

游购物商店、旅游客车等信息集合起来，对规范旅游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地理区位、民族传统风俗、技术外溢性等影响，

张家界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技术效率的年际波动明显，是影响耦合效率的主要因素。

4、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因素较多，如旅游业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资源的流通与运转，扩大旅游产

业规模，带来集聚效应，完善城镇功能，改善城镇环境，提升城镇形象等［9，19］；产业结构的演变，会导致人口结构、市场结构、

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等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城镇化的进程［24，25］；经济水平的变化是推动产

业和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将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交通运输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开发新资源，

研究新产品和新技术，改变企业的经营模式［25］；资本效应直接影响社会各行各业对资金的需求［13］；文化效应使旅游产业和城

镇更富有生命力，是产业和城镇发展的根源
［26］

；交通水平是旅游城镇化响应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
［27］

。

本文使用 Tobit 回归模型，验证各因素对耦合效率的影响。其中，各自变量中的旅游规模效应选用旅游接待人次（TR）表

示，产业结构选用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之和的比值（ST），经济水平选用人均 GDP（AG），技术水平选用年度科学技术支出

（SC），资本效应选用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IN），文化效应选用年度文化、体育和娱乐的支出（CE），交通水平选用年度客

运量来反映交通状况（PV）；因变量为耦合效率（TE）、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数据截取 1989-2014年的时间序

列数据。因此，根据上述控制变量，模型修正为：

式中，EEi为第 i年城市旅游系统的耦合效率（TE、PTE、SE）；ln（TRi）、ln（STi）、ln（AGi）、l n（SCi）、l n（INi）、

l n（CEi），ln（PVi）分别为第 i年 TR、ST、AG、SC、IN、CE、PV的自然对数；α、β1、β2、β3、β4、β5、β6、β7为待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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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使用 Tobit 回归分析之前，为避免数据量纲不同而对参数估计造成非平稳性问题，需要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此外，

为避免变量的伪回归问题，需要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小于 0.75，且各变量

均存在单位根。在进行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均满足平稳性要求。然后，利用 Eviews 7.0软件对模型进行 Tobit回归分析，见表

3。

表 3 影响因素 Tobit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
综合效率（TE） 纯技术效率（PTE） 规模效率（SE）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ln(TR) 0.065 1.473* 0.044 0.85 0.098 1.881*

ln(AG) 0.627 5.179*** 0.254 1.763* 0.237 1.674*

ln(ST) 0.255 1.606* 0.433 3.253*** 0.28 1.801*

ln(SC) 0.025 2.316** 0.075 1.648* 0.067 0.763

ln(IN) -0.226 -4.954*** -0.196 -3.603*** -0.164 -3.065**

ln(CE) -0.122 -0.448 -0.001 -0.011 0.007 0.115

ln(PV) -0.122 -1.787* -0.134 -1.647* 0.151 1.898**

常数项（a0） 4.611 5.250*** 2.997 2.860** 0.981 0.954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和 0.001水平上显著。

结果显示：①正向影响因素。以旅游接待人数（TR）、人均 GDP（AG）、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和的比值（ST）、年

度科学技术支出 SC 表征的旅游规模效应、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耦合效率均产生 0.065、0.627、0.255、0.025 的

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为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旅游规模＞技术水平。其中，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纯技术效率

分别产生 0.254、0.433和 0.075的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顺序产业结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而旅游规模效应、经济水平

和产业结构对规模效率将分别产生 0.098，0.237，0.280 的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中产业结构＞经济水平＞旅游规模效应。

由此可知，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对耦合效率的影响较大，对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都有影响；旅游规模效应主要通过规模效率

来影响耦合效率，影响较小；技术水平主要通过纯技术效率来影响耦合效率，影响较小，反映张家界的科学技术水平较低，未

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②负向影响因素。以新增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IN）和年度客运量（PV）表征的资本效应与

交通状况对耦合效率均产生 0.226 和 0.122 的显著负向影响，对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也具有负向影响。可见，张家界投资规

模已逐渐与消化能力相平衡，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再适用旅游与城镇的协调发展，未来应审慎使用以扩大投资规模来追求效益的

做法，应加强投资配置能力和利用效率。此外，张家界的主要交通工具以汽车为主，1999 年以来铁路和航空每年的客运量仅约

6%，载客率不高，且没有明显的改善，同时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各交通工具的运输效率不高，不利于耦合效率的提高。③不显

著因素。以年度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CE为表征的文化效应对耦合系统的效率影响均不显著。原因在于这类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

支出的比重约为 1.5%，比重小，没有较好地发挥作用，未来应加强文化方面的支出，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提高旅游城市吸引

力。

5、结论与讨论

在效率方面，耦合效率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发展潜力较大、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效率次之，城镇旅游效率和规模效

率对耦合效率的影响较大；在规模报酬方面，城镇旅游效率的规模报酬历经了递增—不变—递减—递增的演变过程，以递增为

主，也有递减趋势；旅游城镇效率的规模报酬历经了不变—递减—递增—递减—不变的演变过程，以递减报酬为主，说明各子

系统间的良性协调程度较差，导致资源要素的投入冗余严重，优化资源结构、改善技术效率、促进协调发展是主要途径；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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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阶段方面，经历了低效、成长、调整和优化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效率特征不同，影响因素也存在着差异；在影响因素方面，

不同因素对耦合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旅游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水平对耦合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资本效应和交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文化效应对耦合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

近年来，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已成为研究的热点［9，10］，学者多基于两者的发展水平，构建了耦合一协调度模型

进行分析。由于各系统的发展水平总体上是逐步提升的，相应地两者的协调程度也由不协调转为协调，对这种协调方式下各系

统间的资源利用与合理匹配较少探析。从理论层面看，本研究分别探讨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效率和城镇保障旅游业发展的

效率。即两者的相互作用效率，可清晰了解两者对资源的利用情况，有利于揭示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质量，且耦合效率也呈现

阶段性特征，符合城市旅游效率的一般演化规律[13]。从实践角度看，低效成长阶段旅游产业规模较小，城镇经济水平不高，资

源要素投入规模是制约耦合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此阶段，扩大资源投入，提高产出水平，可快速提高两者的耦合效率。在调

整阶段，盲目进行规模投入和资源浪费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利于耦合系统对资源要素的充分利用，改善技术能力和资源配置

能力才是效率提高的关键。在优化阶段，规模投入达到饱和，区域技术水平相当，耦合效率也趋于有效，只有通过创新（新产

品、新经营技术、新消费观念、新规划、新经济增长点等）才能实现跃迁式增长，打破效率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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